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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州省为例
*1

邓灵稚
1，3

苏维词
1，2*

杨振华
2
郑群威

1

(1．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沙坪坝 400047；

2．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贵州贵阳 550001；

3．重庆市育才中学校，重庆 400050)

【摘 要】:为分析山地农业种植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子，制定种植结构的调控途径，采用 C-PCA 耦合

模型(典型主成分分析)对贵州省 1949～2013 年种植结构演变的 15 个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贵州省

1949～2013 年种植结构逐渐向市场导向型转变，经济作物比重上升，粮食作物比重下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

分别以 7.24%和 2.95%的速率增长；(2)通过 C-PCA 耦合模型的贡献率得出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为总人口、

城市化水平、仓储运输业比重、年均气温、年降水量和农业人口比重，其对应累计贡献率达 86.04%；(3)调控山地

农业种植结构，不仅需要发展山地高效复合型农业，提高种植系统抗灾能力，还需借助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云

平台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山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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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地区农耕地分布零散，高原山地面积比重大，耕作层贫瘠且稀薄，坝子地面积相当有限，容易造成水土流失与石漠化。

在城市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背景下，岩溶地区传统农业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呈现出种植结构单一，规模化程度低，生产效率低，

市场化水平低等弊端。分析岩溶地区农业种植结构演变的驱动因子及其调控措施，对发挥山地农业资源优势，提高农业的经济

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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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种植结构演变与优化研究集中于采用不同的模型分析种植结构演变时空格局
［4，5］

，探讨农业发展与城市

化过程的关联性
［6～8］

，预测农业发展趋势
［9，10］

，提出种植结构优化策略
［11］

等方面。如宋晓媚等利用农业种植结构变化率、结构

系数、转换方向系数等指标，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都市农业种植结构演化特征
［12］

。戴明宏提出岩溶小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优化

模式及各种模式实践的优缺点
［13］

。蒋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扩张对于农业土地利用的影

响
［14］

。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对城市化背景下种植结构演变与调控方式分析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城市化进程对农作物种植结构

的影响机制机理分析不深入，采用数学模型分析种植结构的演化特征未与调控措施探讨联系起来。如常规性措施对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差异大的岩溶地区是明显不适宜的。二是单纯考虑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未综合分析气候变

化、城市化等多重驱动因子的影响，仅从作物种植面积变化来衡量种植结构，忽略了单产、复种指数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研究结果真实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基于此，本文在分析贵州省1949～2013年农业种植结构(产量)演变的基础上，采用典型相关性分析(CCA)与主成分分析(PCA)

的耦合模型典型主成分分析法(C-PCA)，对贵州省种植结构演化过程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提出针对不同岩溶背景下的种植结构

调控途径，为贵州省农业扶贫与种植结构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1 岩溶地区农业种植结构驱动机制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岩溶地区水热指数的时空差异愈加明显，作物宜种面积、生长态势和产量均会受到较大影响
［15，16］

。如

气候变暖过程中，年均温持续攀升，喜热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向高海拔或偏北地区扩展，特别是地貌类型多样，地形起伏大的

河谷地区，山地立体农业优势显著，导致热带、亚热带作物宜种面积扩大，产量大幅上升。另外，水热指数匹配不协调，也易

引发旱涝等农业气象灾害。随着岩溶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和城市化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城镇景观的扩展直接

挤占农业种植空间分布，耕地种植面积区域下降，同时农业产值的下降，也导致务农人口比重的下降，人口也逐渐向城市集聚，

城市成为了农产品最主要的消费区
［17］

。在市场需求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的驱动下，农民自愿选择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而增

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并将农产品转入市场销售，如贵州省历年来热带水果、蔬菜、山地中药材等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得到了明显

提升。交通运输和仓储物流业的发展，使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范围和途径也在不断扩展，农作物种植结构向集约化、专业化、市

场化的方向转变
［18］

。综上所述，岩溶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演变受到自然－社会－经济方面多层因素的影响，种植结构的调整也

面临着多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其驱动机制与过程也较为复杂(图 1)。因此，依据种植结构的驱动机制，定量化研究气候变化与城

市化进程中农业种植结构的演变规律，对提出切实可行的种植结构调控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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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世界上岩溶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岩溶地貌面积 109084km
2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61.9%。全省主要地形

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 4 种基本类型，其中 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
［19］

。全省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蕴藏着极为丰富的

农业资源，生物多样性优势突出。其中，农业栽培的粮食、油料、经济作物有 30 多种，水果品种 400 余种，可食用的野生淀粉

植物、油脂植物、维生素植物主要种类 500 多种。同时，山地气候昼夜温差大，四季分明，有利于干物质等营养成分的积累；

境内山体、河谷交错，对病虫传播具有一定的阻隔作用，病虫灾害相对较少。耕地、水源和大气受工业及城市“三废”污染较

少，具备发展生态畜牧业、粮食、蔬菜、水果、中药材等特色产业的优势和潜力
［20］

。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以农产品产量结构来表征农业种植结构的演变特征，兼具农业种植面积和单产两种属性，使数据分析更加全面合理。本文

涉及的农业种植结构中产量、种植面积等数据主要来源于《贵州省六十年》(1949－2008)以及《贵州省统计年鉴》(2009－2014)

等资料整理，其产量值是通过单产、播种面积和复种指数计算得到，其中，单产值是各个县级农作物单产的统计平均值，播种

面积通过历年影像解译得到；气象要素采用 1961～2013 年 17 个国家台站的历年月平均值。另外，由于蔬菜单产相对比较稳定，

部分年份的蔬菜产量通过播种面积换算而来。

3.2 研究方法

典型主成分分析法(C-PCA)是在 CCA 与 PCA 进行耦合基础上形成的关联性分析方法，是在揭示两组多元随机变量之间相关性

的统计方法
［21］

。其基本思路是在对应分析的迭代过程中，原始数据的排序值均与因子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使之直接反映原始数

据对因子排序结果的影响，然后采用 PCA 原理去除经过 CCA 筛选方法的“弓形效应”，对影响因子作进一步分析，确定主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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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子
［22］

。即:

式中: Xi是第 i 个原始指标的排序值；b0是截距；距；bj(j=1，2，3…，q，q 为影响因子)是原始指标与第 j个影响因子之

间的回归系数；Zij是第 j个影响因子的第 i个原始值。

CCA 排序过程如下
［23］

:

(1)求原始数据矩阵 y={yik}的行和 yik及列和 yik；i=1，2，…，n，n 为样本数；k=1，2，…，m，m为种类数。其次，任意给

出一组样本的排序初始值。

(2)用加权平均法求种类排序值 Uk:

在以加权平均法计算新的样本排序值:

以多元回归求各环境因子的回归系数，权重根据原始数据矩阵行和:

这里 Z={Zij}为环境数据矩阵，b 和 x 为向量，b=(b0，b1，…，bn)
T
，x

*
=(x

*

0，x
*

1，…，x
*

n)
T
，R是由原始数据行和组成的对角

线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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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计算样本排序值:

重复公式(4～7)迭代过程，直到新得到的排序值等于前一迭代结果时，同理，可以得到第二、第三排序轴
［24］

。

本文综合自然(气候条件、耕地状况等)和社会经济(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等)等 15 个原始驱动因子，先采用去趋势相关分

析(DCA)法验证原始数据是否适合 CCA 分析，然后，利用 PCA 确定影响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DCA 和 CCA 排序分析在软

件 CANOCO4.5 中完成，Pearson 相关性分析通过 SPSS19.0 来完成。

4 结果与分析

4.1 种植结构演变特征

在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1949～2013 年贵州省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产量呈逐步上升趋势，其区别在于各类农产

品比重和上升速度不同，种植结构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市场化程度愈加明显。由图 2 可知，1949～2013 年贵州省粮食作物

中增幅比较明显的是蔬菜、玉米和薯类，其对应增长率为 5.4%、4.3%和 8.2%，其次为稻谷和小麦等作物，种植结构由稻谷主导

型变成蔬菜主导型。在粮食作物中，稻谷产量整体呈波动式缓慢增长的态势，其值虽从 1949 年的 211.05 万 t 提升至 2013 年的

361.3 万 t，但稻谷产量比重却从 57.2%下降至 50.4%。其中 1959～1961 年期间，受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等国家政

策的影响，导致稻谷产量比重大幅下降。与之相比，蔬菜产量由 1949 年的 78.3 万 t 大幅上升至 2013 年的 991.1 万 t，蔬菜产

量比重从 21.3%上升至 45.8%，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激增并逐渐向城市集聚，对蔬菜需求量迅速增加。另外，人口增长对

粮食的需求量加大，也导致薯类和玉米产量快速增长，与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相比，其种植条件要求较低，复种指数高，种

植面积广，对满足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如 2013 年薯类和玉米的产量分别为 263.4 和 298 万 t，为稻谷产量的 1.6

倍。

就经济作物而言，全省经济作物产量急剧上升，各类作物增幅差异较大。其中，水果产量在 1949～2013 年期间增长了 160.8

万 t，增幅达 23 倍多，成为经济作物中比重最大的种类，其比重达 72.5%。其缘于 1978～2013 年全省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居

民对水果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水果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水果种植的市场化水平也越来越高。烟叶和油料作物基本呈波动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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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油料作物增速相对稳定，64a 来年均增速为 10.9%；而烟草产量增长可分成快速增长和缓慢增长两个时期，1949～1997 年

为快速增长期，年均增速达 14.4%；1998～2013 年间增幅下降，增速放缓，年均增速仅为 2.5%，其主要因为国家烟草政策的变

更。受种植地域和作物特征的限制，茶叶产量比重相对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年均增速为 7.1%。

总体来说，贵州省 1949～2013 年种植业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粮食作物呈现出传统自给农业向市场导向型农业转变的趋势，

经济作物产量不断提升，农作物种植结构更加合理。这表明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市场需求等社会经济因素逐渐成为种植结构

演变的关键驱动因素。

4.2 种植结构演变驱动力

为验证气候－社会－经济等条件对种植结构演变的贡献率，本文采用 C-PCA 耦合模型定量化筛选出贵州省种植结构演变的

主要驱动因子。

4.2.1CCA 重要性排序

CCA分析所需要两个连续且呈正态分布的数据集分别是作物种植结构与驱动因子。在分析过程中，对数据集中的年均气温(X1)、

年降水量(X2)、年日照时数(X3)、年均湿度(X4)、仓储运输业产值(X5)、贸易餐饮业产值(X6)、人均 GDP(X7)、城市化水平(X8)、

总人口(X9)、农业人口比重(X10)、常用耕地面积(X11)、水田面积比重(X12)、化肥使用量(X13)、新造林面积(X14)、农业产值比重(X15)

等 15 个指标重要性进行排序，且重要性越大，相关性也越大。数据集的 DCA 分析结果(表 1)表明:其历年种植结构数据的第 I轴

向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9.6%，梯度间距达 0.78(＞0.4)，故应采用 CCA 分析法对贵州省 1949～2013 年农业作物种植结构与驱动

因子的重要性进行分析。

由表 1 的 CCA 的分析结果可知，排序轴总特征值为 0.087，其 I 和 II 轴向的梯度间距分别为 0.97 和 0.95，两者累计方差

贡献率为 91.5%，说明两个排序轴集中了种植结构演变与驱动因子关系的绝大部分信息，即种植结构与驱动因子的相关性主要体

现在第 I、II排序轴上。由种植结构与驱动因子的双序图(图 3)可知，X1、X2、X5、X8、X9、X10、X11、X12等 8个驱动因子对种植结

构演变驱动影响较为明显。这表明耕地面积的改变直接影响水稻和大豆的种植面积，也决定两者产量结构的调整；水果、蔬菜

受仓储运输业影响最大，其次为年均气温和水田面积比重，且水果、蔬菜产量与仓储运输业和年均气温呈正比，与水田面积比

重呈反比。在轴向 III 中，薯类、茶叶、烟叶和油料作物均受市场需求影响较大，城市化水平越高，总人口越大，其产量、需

求量也越大。在轴向 VI中，相比于小麦产量，玉米产量受年降水量和农业人口比重的影响较大，说明玉米种植面积比重高，农

业劳动力投入较大。由于小麦种植比例较小，故其受年降水量和农业人口比重的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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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PCA 线性降维分析

由于 CCA 分析法采用单峰模型对驱动因子与农作物相关性进行排序，缺乏影响程度的定量化表达。为定量分析各个驱动因

子对种植结构的贡献率，消除因子之间的信息重叠和“弓形效应”，本文采用 PCA 法在对 8 个驱动因子进行标准化
［25］

的前提下，

得出因子间相关系数矩阵、特征根、主成分及主成分载荷(表 2)，从而确定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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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主要驱动因子的相关系数矩阵，得到表 2 中各驱动因子和主成分的贡献率。由表 2 可知，前 3 个特征根主成分累积

贡献率已达到 86.04%，即前 3 个主成分对贵州省种植结构演变的解释程度达到了 80%以上，可将这 3个主成分及其表征的因子

作为影响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可为种植结构优化对策分析提供依据。主成分与原始指标的相关性由主成分载荷

来表征(表 2)，通过分析主成分载荷矩阵，识别各主成分的综合意义
［26］

，分析出影响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

从表 2 可知，贵州省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集中在 3 个方面，对应主要驱动因子如下。

(1)社会经济因素

第 1 主成分 Z1 在 X5、X8、X9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其平均荷载达 0.9，分别代表了仓储运输业、城市化水平和总人口 3个驱动

因子，综合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贵州省高原山地地形广布，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严重限制了全省农产

品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对交通运输要求相对较高的生鲜水果、蔬菜等农产品，而仓储运输业的发展对全省农产品市场化提供了

有力保障。另外，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增加，促使主粮产量在种植结构中的比重提升。1949 年的贵州省总人口仅

为 1416.4 万人，2013 年上升至 3502.22 万人，按人均 400kg/a 计算，其对主粮的需求将达到 1400.89 万 t，而当时全省水稻、

小麦的产量仅为 1029.99 万 t，存在较大的粮食供需缺口，因此，薯类和玉米便成为水稻、小麦之外的重要主粮，其产量和比重

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城市化水平作为综合指标，区域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对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消费量就越大，种植结构

的市场化水平也越高，贵州省 1949～2013 年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产量与城市化水平的线性回归方程(图 4)也有效证明了两者的

正向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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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投入要素

第 2 主成分 Z2与 X1的相关程度较高，第 3主成分 Z3与 X2、X10的相关程度较高，这 3个指标分别为年均气温、年降水量和农

业人口比重。Z2与 Z3的特征值分别为 1.50 和 1.16，对应贡献率为 28.8%和 14.53%，以上 3个指标反映了全省气候条件和农业人

口投入对农业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农业投入要素中，全省年均降水和气温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各年平均气温呈小幅度上

升的趋势，降水多年平均值基本稳定，表现出贵州省气候变化特征以暖湿化为主(图 5)。而年均气温的升高对农业的影响可分成

两方面:一是部分受低温胁迫的作物种植面积将持续扩大，如亚热带水果在贵州南部干热河谷的种植面积加大、产量提升。在水

分充足的地区，温度升高也有助于农作物单产的普遍提升。二是高温加剧地表水蒸发和植物蒸腾作用，使贵州部分地区趋于干

热化，也会导致夏旱受灾面积的扩大，特别是需水量大的水稻，将会受到夏旱的威胁。因此，年均气温对地区种植结构影响的

地区差异较大。另外，岩溶地区主要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为主，农业生产因地表形态限制，难以实施规模化生产，农作物种

植离不开高密度劳动力的投入。如经济作物中的水果和茶叶，两种作物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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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农业种植结构调控途径

依据岩溶地区农业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提出贵州省农业种植结构调控途径，为提升农作物的生产效率，促进种

植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4.3.1 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云平台

贵州省是典型的山区省份，山地和丘陵面积比重大，独特的自然气候和丰富的生物资源，使其成为发展无公害、绿色、有

机农产品的天然理想场所，山地农作物种植优势和潜力突出。通过融合物联传感技术、通信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实现“三化合

一”(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构建农作物生产、加工、销售云平台，精准的对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生产过程进行远程控

制、智能预警和溯源检测。根据农产品市场需求，优先种植市场前景较好的经济作物，如热带水果种植，蔬菜种植等。利用大

数据平台，扩展农作物市场化渠道，实现农产品信息互联互通，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4.3.2 发展山地特色与生态治理的复合型农业

贵州省水土流失与石漠化现状严峻，生态环境治理任务重，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同时，应当与生态治理相结合。

根据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差异，在干热河谷地区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种植业，在开阔坝子地发展稻谷粮食作物种植，在坡耕地发

展旱地薯类、玉米种植。另外，在石漠化地区发展生态治理农业，以生态治理为主要目标，发展中草药等作物种植，充分利用

岩溶地区水土资源，促进农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为贵州省社会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3.3 提升作物系统的抗灾能力

贵州省气候兼具山地高原气候和季风气候两种特征，水热指数时空异质性强，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导致农业气象灾害发生

概率高，农作物暴露度较大。提升作物系统的抗灾能力需要从以下 3 个方面努力:(1)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对水利工程重视程度

和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快骨干工程和小河流域项目建设，“五小”水利工程建设，提高全省有效灌溉面积比重。(2)示范和推广

耐旱农作物，挑选耐寒、抗旱、高产的优良作物品种。同时，调整种植结构，减少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

积比重。(3)在进行土地整治和中低产田改造的同时，推广农艺、农机、生物技术为主的抗旱保水技术，推广低压输水喷灌、滴

灌、渗灌等先进抗旱节水技术和方法，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率。

5结论与讨论

岩溶地区种植结构的变化是在城市化、气候变化和岩溶生态环境综合影响下的结果，为分析其演变的主要驱动力，本文以

贵州省为例，利用 C-PCA 耦合模型对贵州省 1949～2013 年种植结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1949～2013 年贵州省农业类型逐渐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各类农作物产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尤其是 1978 年改革开放

以来，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分别以年均 9.54%和 2.51%的速率增长，经济作物比重由 1949 年的 4.1%上涨至 2013 年的 18.6%。

粮食作物中的稻谷、玉米和土豆成为居民主要粮食种类，经济作物中水果产量大幅提升，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种类。

(2)与单纯使用 CCA 或 PCA 模型分析驱动力相比，C-PCA 模型不仅能充分体现驱动因子与种植结构的关联性，克服 CCA 模型

“弓形效应”的缺点，也有利于减少驱动因子之间的信息冗余，能更准确的找出贵州省种植结构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驱动力

分析表明贵州省主要驱动因子为社会经济和农业投入因子，其累计贡献率达 86.01%。

(3)本文在驱动力分析中囿于数据获取有限，特别是农业生产结构中各成分的产值、产量和种植面积等数据缺失，不能对所



11

有驱动因子与种植结构演变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对于 CCA 分析中选取的 15 个分析指标是否恰当，是否能反映岩溶地区种植结构

演变的主要驱动要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的研究尺度限制在贵州省，虽能把握贵州省整体种植结构的演变规律和驱动因子，

但由于未对地级、市县的种植结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不能反映种植结构演变的空间差异性，以上不足将是本研究进一步深化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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